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政府的憲政改革，是1938至1948年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

重要事件，也是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從威權政體向民主轉型的一次嘗試與

努力。戰後的民主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國共談判與政治協商會

議階段，其次是國共衝突與制憲國大階段，最後則是國民政府行憲與失敗階段。

一　國共談判與政協會議

1945年9至10月，抗戰勝利後不久，在國內民意與美蘇大國政治的雙重壓力

下，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和談，10月10日，雙方協商並簽立《雙十協定》，確定

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徑達到和平民主建國，

盡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制憲事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國民黨8人、

共產黨7人、民主同盟（民盟）9人、青年黨5人、無黨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

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共雙方與民主黨派經過兩旬的艱苦談判，以制度性妥

協的方式，通過了有關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具體實施步驟的五項協議。其

中，改組政府決議的內容包括改組政府，容納各黨，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

為最高國務機關，擁有最高決策權與高級官吏的任免權，其成員為40名，國

民黨佔20名，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佔20名；軍事問題決議的要點

是統一軍隊為國軍，軍隊超出黨派，軍人不得干預內政；和平建國綱領的主旨

在於建設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新中國，確定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

派平等的合法原則，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糾紛，以保證國家的和平發展；憲法

草案決議要求國共兩黨共同商議新憲法草案，制訂各黨協商的民主憲法草案；

國民大會決議承認1936年所選的1,200名國大代表有效，同時規定增選700名代表

名額，以容納中共及其他黨派人士1。

五項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是憲草決議。政協《憲法草案案》規定了憲草修改的

十二條原則：（1）國民大會：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在未實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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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普選制以前，總統由縣級省級及中央議會各級選舉機關選舉；總統之罷免，

以選舉總統之同樣方法行使；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另以法律規定。（2）立法院

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其職權相當於各民主國家之議會。

（3）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由各省級議會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舉，其職

權為行使同意、彈劾及監察權。（4）司法院為國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

由大法官若干組織之，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級法官須

超出於黨派以外。（5）考試院用委員制，其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

之，其職權H重於公務人員及專業人員之考試，委員超出於黨派之外。（6）行政

院：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

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7）總統：總統

經行政院決議，得依法頒布緊急命令，但須於一個月內報告立法院；總統召集

各院院長會商，不必明文規定。（8）地方制度：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

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依照均權主義規定；省長民選；省得制訂省憲，但不得與

國憲抵觸。（9）人民之權利義務：凡民主國家人民應享受之自由及權利，均應受

憲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關於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須出之於保障

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為目的；聚居於一定地方之少數民族，應保障其自治

權。（10）選舉應列專章，被選年齡定為二十三歲。（11）憲草上規定基本國策章，

應包括國防、外交、國民經濟、文化教育各項目。（12）憲法修改權屬於立法、

監察兩院聯席會議，修改後之條文應交選舉總統之機關複決之2。

有論者認為，按照政協憲草原則，中華民國將從1936年「五五憲草」所規定

的國民大會制改變為兩院式的國會制，從總統制改變為責任內閣制，從中央集

權制改變為各省獨立制訂省憲的省自治制度，人民的權利將得到憲法的全面保

障。簡而言之，即實行國會制、責任內閣制、省自治制度。政協會議通過的十

二條憲法修改原則，將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成為歷史，中國將建立一個民主

憲政國家3。

政協會議閉幕後，依照決議成立憲草審議委員會，經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

民黨王世杰推薦，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的張君勱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憲草保留了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並貫徹政協憲草決議案內容，國民大會成為無

形機構，立法院由直接民選產生，監察院職權擴大，且地方制度稱為聯邦體

制，各省獨立制訂省憲，從而落實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以及內閣

制之民主憲政等精神。政協憲草版本在1946年4月底完成，後來成為制憲國民大

會審議憲法草案時的藍本。

政協會議雖然達成協議，但是其過程與結果表明，各方在戰後民主化進程

中最大的目標仍然是擴大自身的權力與利益。中共在1944年提出聯合政府的主

張，當然是想染指中央政府的權力分配；在政協會議及會後憲法草案制訂過程

中支持內閣制，反對總統制，目標就是削弱蔣介石與國民黨的權力。中共尤其

重視憲草中的地方自治內容，堅持省自治與制訂省憲，甚至要求民選地方法

官，其真實目的在於維護在解放區的地方利益，不僅要控制解放區的行政、

立法，還要控制解放區的司法。憲政本來就不是中共的政治理想，但是在特

定的歷史時期，如果憲政改革能夠成為和平奪權的工具，中共當然也是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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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的。因此在政協會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共一度也對和平奪權的前景有了

期待。

1946年1月31日政協會議閉幕，第二天，中共中央內部發出了〈關於目前形

勢與任務的指示〉，肯定了政協會議的重大成果，提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

民主建設的新階段」的論斷，更有「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

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領導（在幾

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4。不過即便如此，在2月份

開始的國共整軍方案談判中，中共仍然堅持以保存軍事實力為第一要務。2月

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認為，在國共談判中對整軍問題要慎重，目前國家民

主化的前途還不明朗，如果把軍隊交給國民黨，失去對軍隊的控制權，「我們的

發言權即降低，即成為民主同盟。」所以劉少奇曾指示周恩來在整軍談判中要把

主力部隊以地方武裝的形式保留5。而當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激烈反對省

憲，提出「省自治」主張的時候，中共則意識到之後在制憲國大通過省憲無望，

開始考慮準備內戰，武力奪權。

國民黨雖然在政協會議討論憲草的時候，作出了重大讓步，但是由於政協

決議完全推翻了「五五憲草」和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架構，更重要的是極大地

削弱了國民黨的統治權力，因此政協決議的憲草方案引起國民黨一些保守派的

強烈反對。在CC系等保守派的壓力下，1946年3月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最後通

過五點憲草修改原則：（1）憲法須以國父建國大綱為依據。（2）國民大會為有形

組織，集中開會行使四權。（3）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和不信任權，反之

行政院不得提前解散立法院。（4）監察院不得有同意權。（5）省自治無須省憲。

國民黨在憲草原則問題上的反覆，自然招致中共與民盟的極大不滿。

而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委員數額問題上的不讓步，也是希望保持其在未來聯

合政府中的相對優勢地位。政協會議對政府改組問題曾達成協議，規定國府委

員名額為40人，國民黨和非國民黨人各佔半數，而對於國民黨外的20個名額分

配以後再說。因為政協通過的《政府組織案》中規定：「國民政府委員會所討論之

議案，所有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贊成始得議決。」6

這條規定意味H政府議案否決權的門檻是出席委員的三分之一，所以其餘20個

國府委員名額的分配成了問題的關鍵。中共為了能夠聯合民盟行使否決權，堅

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須佔有國府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即14席；而國民黨只同意

給中共和民盟12席，最多13席（且第13席來自中共推薦的無黨派人士），不能再作

讓步。雙方圍繞13和14兩個數字爭吵將近半年之久，直到11月中旬仍未達成任何

協議。因政府改組問題久拖未決，致使整編軍隊協議遲遲無法執行，所以軍事衝

突愈演愈烈。一般認為這一問題最終演化成為國共關係破裂的直接原因。

不過有學者認為，國府委員中的12席、13席或者14席問題，純粹是一個偽

問題。政協通過的《政府組織案》雖然作出了前述「國民政府委員會所討論之議

案，所有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議決」的規

定，但是緊接H又規定：「某一議案如其內容是否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發生疑義

時，由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解釋之。」中共和民盟即便擁有14席，可以否決國府委

員會「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的議案，但有一個前提，即首先得確認這一議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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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涉及到「施政綱領之變更」。如果不能確認這一議案涉及到施政綱領之變更，

那麼當然就不會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議決」的問題；換句話說，也

就不存在中共和民盟利用這14席去否決議案的可能。「施政綱領之變更」這個前

置程序，只需有出席委員之半數就可確定。在國府委員會40名委員中，國民黨

已經佔半數，再加上親近國民黨的青年黨和由國民政府主席提名的無黨派人士，

國民黨要想否定某一議案「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是非常容易的。在這種情況

下，中共和民盟即使擁有了否決權，可這是一個永遠都用不上的否決權。一個

永遠都用不上的否決權，實際上等於沒有否決權。中共和民盟顯然沒有意識到這

個問題，否則不會鍥而不捨地追求毫無意義的14席名額所擁有的否決權7。

在筆者看來，國府委員名額問題並不是關鍵。對國共雙方來說，根本利益

還是對地盤的爭奪。改組後的國民政府畢竟只是過渡性的，未來中央政府的產

生與運作取決於雙方在行憲國民大會（下詳）與立法院的力量對比，因此國大代

表與立法委員的數額才是至關重要的。而多數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又是由地方

選舉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誰控制的地方愈多，在未來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中

的代表就愈多，就愈能決定行憲以後中央政府的人選與運作。政協會議之後的

半年內，國民黨在東北與共產黨的爭奪，以及對關內中共解放區的進攻，其目

的均是打算在和談完成之前盡可能削弱中共的地方軍政實力，擴大國統區的勢

力範圍。

與抗戰時期發動憲政運動的動機相似的是，中間勢力也有自己的權力與利

益考慮。政協會議的各項協議對沒有軍政實力的中間勢力而言，無疑是打開了

一扇分享政治權力之門，而議會制、內閣制的憲政制度設計，更是為民盟領導

人在未來選舉政治中問鼎最高權力提供了制度可能。即使是對於過渡性的聯合

政府，中間勢力也有自己的權力考慮。學者劉山鷹就認為張君勱、羅隆基等人

是明白國府委員數額問題的實質的8。民盟之所以和共產黨堅持要14席，就是想

在聯合政府中擴大影響，制約國民黨的力量。羅隆基曾對美國特使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將軍說過：「這是蔣介石是否有尊重施政綱領的誠意的一個考

驗，也就是他是否尊重我們這些在野黨派參加政府的尊嚴的一個考驗。民盟同

共產黨的合作，老實說，不單是在這三分之一的問題。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後民

盟需要同共產黨長期合作，共同奮鬥，以制止蔣介石的專制獨裁。」9而且中間

勢力各派系的利益訴求也是各不相同，否則不會造成日後分裂的結局。例如在

國府委員數額談判中，中共堅持要求在國府委員會有10名代表，就遭到青年黨

的反對，表示如果給中共超過10席或者給民盟的席位超過青年黨，就不參加政

府。在制憲國大問題上，中間勢力圍繞是否參加國大也發生了分裂。青年黨與

民盟內的民社黨經過一番討論，最後才決定參加國大。

從1946年4月底到11月中，國共的談判幾乎毫無進展。7月3日，國防最高委

員會宣布本年度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這一單方面宣布召開國民大會的做

法，顯然是完全違反了政協決議中由改組後的政府召集國民大會的規定，自然

招致中共和多數民主黨派的反對。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召開。雖然制憲國

大保留中共及民盟名額，但是中共與民盟多數人士拒絕提交國大代表名單，周

恩來在11月16日的南京記者招待會痛斥國大，國共從此停止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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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決於雙方在行憲

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

力量對比，因此國大

代表與立法委員的數

額才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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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憲法的頒布在

中國憲政歷史上是一

件大事。它對孫中山

確定的五權憲法模式

作了重大修正，突破

了國民黨「黨治」的模

式。與「五五憲草」相

比較，有了相當大的

改變。然而制憲國大

的召開與閉幕，卻意

味)國共關係的完全

破裂。

二　國共衝突與制憲國大

制憲國民大會原定於1936年11月12日召開，但因代表選舉不順利而不得不

延期一年。一年後抗戰爆發，大會再度延期。1946年1月1日，即中華民國建國

卅五周年開國紀念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明確聲

明本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於是從1936年起，直到十年之後的1946年

11月15日，大會方得召開，而此時大會已延期達六次之多。

1946年11月15日開幕的國民大會，以制訂憲法為任務，到會代表1,701人，

實際到會代表除了1936年民選代表及部分遴選產生的無黨派代表外，另有國民

黨、青年黨和民社黨的政黨代表。雖然中共和民盟拒絕出席，但是制憲國大代

表仍超過法定人數，屬合法大會。提交大會議決的憲草版本，就是各黨派及無

黨派人士根據政協憲草修改原則多次修改後的政協憲草版本。制憲國大共開會

41天，共舉行預備會議4次、憲草審查會12次、大會20次，經過激烈、廣泛的討

論和審查，制憲國大在12月25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並決定1947年12月

25日施行。此即今日台灣實施的憲法。

在制憲進程中，國民黨在憲法問題上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妥協。一讀會期

間，因國民黨國大代表對政協憲草遠離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頗為不滿，在開始

的一週審議中，議決將憲草重新修改回「五五憲草」的式樣。民社黨的蔣勻田為維

護政協憲草，宣稱民社黨將離席抗議。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勸說與會的國民黨

代表忍讓為國，尊重民主黨派的意見，將憲草恢復原樣。為此國大召集緊急會

議，代表重新審議憲草，一週後將其基本恢復至政協憲草原樣，並形成了憲法草

案雛形。憲法最終版本基本採用曾經過中共同意之4月底憲草審議版本。蔣勻田

滿意地說，三讀後通過的憲法「百分之九十八皆係政協憲草原文」bk。張君勱也認

為國民黨始終覺得政協憲草違背了五權憲法理論，故他本人在會前極其擔憂若中

共不參加制憲國大，國民黨勢必將憲草返回到「五五憲草」。但國民黨最終尊重了

政協憲草，在沒有中共制約的情況下通過了政協憲草，實在難以置信bl。新憲法

通過之後，除少數左傾者和中共大加駁斥之外，大部分均予讚許。美國《紐約前

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聲稱「此新憲法，遠較國大會中討論所可

預料之文獻為優」，「凡此皆賴蔣主席在國大堅持通過以本年初政協會議各黨派

所同意之原則為基礎之憲法」；《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稱「中國此次通

過之新憲法，極與政協決議相符合，除非別具用心者，必不忍反對之也」；日本

《朝日新聞》也稱「新憲法之通過，為中華民國民主化途中之里程碑」bm。

1947年憲法的頒布在中國憲政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對孫中山確定的五權

憲法模式作了重大修正，突破了國民黨「黨治」的模式。與過去國民黨主導制訂

的「五五憲草」相比較，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如對人民之自由權利採用積極保護

方式，取消『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原有之字句。並嚴定中央限制該項自由之立法

範圍，以防濫用立法權，剝奪人民之權利。」立法委員改由民選，使地方民意與

國家立法機關息息相通，更好地代表民意，「立法院不致有官僚化或政府機關化

之弊。」省長不由中央指派，而由各省人民直接選舉，使地方人民有選擇行政管

理人員的自由。明定司法院為解釋憲法的機關，「使司法院成為類似美國之大理

院為『憲法之保護人』，提高司法之地位。」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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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憲國大的召開與閉幕，卻意味H國共關係的完全破裂。雖然國民政

府後來在1947年4月依據政協決議正式宣布改組，在政協決議規定的40名國府委

員C面，國民黨佔17名，比政協決議的20名減少了3名，民社黨、青年黨和無黨

派各佔4名，為中共與民盟保留11席，但中共曾表示必須取消偽憲（1947年憲法）

和恢復1946年1月13日以前的軍事位置，強調此是最低限度的和談先決條件。國

民黨表示拒絕，聲稱「制憲國民大會乃由全國各民族，各省市各職業代表所組

成，而且政協決議早已規定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亦皆共同參加，決非如中共所稱

係為國民黨一黨包辦者」，「況且其所通過之憲法，亦即根據共產黨與各黨派共

同參加之政協所協議之原則，及憲草審議會根據該項原則所製成之憲法草案，

中共實無理由可以反對」bo。雙方因立場不同而未能重開談判。再加上3月7日，

最後一批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終於國共關係徹底破裂，開始全面內戰。6月

30日，國民政府司法院檢察署頒布通緝令，通緝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

任弼時、董必武等人，中共被國民政府宣布取締。10月，國民政府內務部宣布，

因民盟涉嫌煽動學潮配合中共叛亂，亦被取締。

三　國民政府行憲與失敗

《中華民國憲法》通過後，民國進入「行憲」階段，即實行憲政，中國開始進行

民主轉型。1947年1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憲法，同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憲法頒布

後，在正式施行前仍有一年時間，依照〈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需在憲法實施前

產生民選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並在憲法實施後即召集行憲國民大會，選

舉總統和立憲政府。按照國民大會的決議，在憲法正式施行之前，國民政府作為

看守政府，負責檢查現行普通法律是否與新憲法有所抵觸，並H手選舉代表等行

憲準備工作，以便在行憲之後移交政權。3月21日，國民政府相繼公布《行憲國民

大會組織法》、《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和《五院組織法》。4月，國民政

府依據政協決議案改組政府，容納制憲各黨進入政府，結束一黨專政；並成立中

央選舉總事務所，負責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和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等工作。

經過積極的普選籌備，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全國除山東、新疆外，舉

行了國大代表的直選。據中央社報導，全國約二億五千萬之選民「憑其自由意

志，投其神聖之一票，選舉國民大會代表」bp。在選舉截止的次日，美國駐華大

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評論說：「以美國人眼光看中國大選，難免有不能盡

如人意之處。但此事之教育價值，實無法估計。中國經此一開端，即正式步入

民主大道，對於國家之民主建設，當發生至佳之影響。」bq12月25日，《中華民

國憲法》正式生效，訓政時期正式結束。1948年1月22日、23日，國統區舉行立

法委員直選。1948年初，全國除舉行了立法委員直接選舉外，各省市議會也組

織了監察委員間接選舉。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即行憲國民大會）召開。大會依照憲法以

差額方式選舉產生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並因國共內戰情勢通過了《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作為憲法臨時修正案。1948年總統選舉為國民黨執政以來首次

雖然國民政府在1947年

4月依據政協決議正

式宣布改組，但中共

曾表示必須取消偽憲

和恢復1946年1月13日

以前的軍事位置，強調

此是最低限度的和談

先決條件。國民黨表

示拒絕，國共雙方因

立場不同而未能重開

談判。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全國性的總統選舉，選舉方式為具有民意基礎的國大代表參與投票的間接選舉。

該選舉於4月20日舉行投票，選舉地點則是在南京國民大會堂。副總統選舉雖同時

進行，不過與總統選舉分開計票，且並無與總統一起搭檔的選舉制度設計。該選

舉採差額選舉方式，且是首輪得票必須超過半數以上才能當選的絕對多數選舉。

在總統選舉中，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蔣介石以2,430票的懸殊比數擊敗獲得269票

的同黨對手居正，以將近八成的高得票率當選行憲後的首任中華民國總統。蔣

介石雖如預期順利當選，但是蔣所屬意的副總統候選人孫科並未能當選。在經

過四輪投票後，孫科以1,295票比1,438票敗給了桂系軍人所擁護的李宗仁。不

久，當選總統蔣介石於5月20日在南京總統府宣誓就職。同年5月，立法院集

會，選舉孫科為立法院院長；監察院集會，選舉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當選總

統蔣介石召集行政院，任命翁文灝為院長。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組建，國民政府

走入歷史br。

胡適認為，「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歷史的意

義是國民黨從蘇俄式的政黨回到英美西歐式的政黨。這是孫中山遺訓的復活。」bs

他還說：「一個政黨抓住政權二十多年了，現在自己宣告取消一黨專政，而願意和

別的政黨共同擔負政權。這是第一個重要意義。世界『政黨』有絕不同的兩類，一

是英、美、西歐的政黨，一是三十年來蘇俄、德、意的少數專制統治大多數的

黨。國民黨自一九二四年以來的組織是學後者的。但孫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

影響最深的人，所以他雖然採用蘇俄黨制，終不肯承認一黨專政是最後境界。」bt

雖然國民黨很快在內戰失敗而失去政權，導致戰後民主轉型的中斷，而此後國民

黨在台灣又長期實行威權統治，但是從長期的政治發展視角來看，制憲國大通過

以政協草案為基礎的憲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它表明國民黨在政府體制、地方

自治問題上還是作出了妥協與讓步，中國的民主轉型得以在戰後再次起步。

在國民黨的歷史上，戰後憲政改革的政治選擇是史無前例的。導致這些改

變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國對國民黨的壓力。當時，在國際大背景和蔣介石有求於

美國的情況下，蔣介石的反抗是無能為力的。司徒雷登說，美國政府「暗示國民

政府，如果要我們幫助，它就必須給我們一些更為令人信服的ª象，說明它正

在採取步驟進行有關改革，哪怕表示有這方面的要求亦可。美國政府和人民的

疑問是，一個沒有能力進行進步改革的政府能否將我們的援助去為整個國家

造福」ck。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在1945年12月15日的對華政策聲明也指

出：「美國深知現時中國國民政府為一黨政府，並相信假如國民政府之基礎如能

更加擴大，容納國內其他主要政治份子，則中國和平、統一、民主的革新，必

能更進一步。中國國父孫逸仙博士所以培養在中國走向民主過程中建立一個一

黨訓政之暫時施策，必須加以修改。」cl

民主化進程的中斷當然與內戰的責任有關。正如梁漱溟在其〈內戰的責任在

誰〉一文中所說，內戰責任在蔣介石出爾反爾，言而無信，最後佔領了大片地

盤，「國方在軍事上已心滿意足」後，逼得共軍不得不反擊。不過，梁漱溟也強

調「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中旬以後，要打內戰的是中共，而非國民政府」cm。楊小

凱則認為國民黨片面宣布立憲，把共產黨排除在外，這使得雙方之間的結更加

解不開了。內戰爆發的最主要責任當然在共產黨，共產黨不參加憲政過程，反

對軍隊國家化，而要搞聯合政府。國民黨當然也有責任，它的一部分責任是早

雖然國民黨很快在內

戰失敗而失去政權，

導致戰後民主轉型的

中斷，但制憲國大通

過以政協草案為基礎

的憲法，仍然是值得

肯定的。它表明國民

黨在政府體制、地方

自治問題上還是作出

了妥協與讓步，中國

的民主轉型得以在戰

後再次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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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迫害共產黨，另一部分責任是片面召開國大，沒有共產黨參加，使憲政過程

完全遭到了破壞cn。

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共兩黨政治綱領完全不同，雙方均為革

命黨，崇尚武力統一，漠視人民福祉；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內戰的歷史原因，雙

方領導人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難以妥協。雖然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國共兩黨

相繼通過了政協憲草和整軍協議等重要文件，但因國民黨在六屆二中全會提出

修改政協憲草原則的要求，使國共之間剛剛建立的脆弱互信關係急劇惡化。

1946年4月，國共兩黨隨H蘇聯軍隊撤出東北而展開對東北的軍事爭奪。6月

1日，國民政府因馬歇爾將軍的壓迫，下達了停戰令，但命令有效期剛過，國共

兩黨繼續開始爭奪東北，戰火並蔓延到關內。10月，國共兩黨在山西、察哈爾

地區的戰鬥日趨激烈，而江蘇北部的原新四軍駐地也成了主戰場之一。這樣，

在雙方武裝衝突升級之後，還是鄧野所說的民國政治邏輯發生作用，即「武力是

政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co。

但是這並不是說戰後憲政改革的成功沒有可能。馬歇爾對國共紛爭調停的

失敗，恰恰表明對於一個政治上高度分裂的國家來說，外來干預是十分重要

的，而且這一外力必須是有實力支撐，否則不可能成功。在國共兩黨嚴重缺乏

互信的情況下，雖然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採取二戰後盟軍在德、日等國實施的佔

領區民主，但是一種實質性的干預型民主仍然是必須的。從二戰後法國共產黨

選擇議會政治的經驗來看，有一個事實是不容忽略的——在解放法國期間，英

美盟國軍事力量的存在，無疑對法共的軍事活動構成一種威懾作用，而對戴高

樂（Charles de Gaulle）主導國內的和平進程則是一種保障。從中國當時的現實來

看，如果馬歇爾的調解能夠動用更多的美國政治、外交、軍事資源，加深對中

國國內政治的干預，那麼對國共談判與民主化進程的實際作用與影響無疑會深

遠得多。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從一開始馬歇爾就拒絕採用武力干預的方式。鄒

讜曾指出：「馬歇爾沒採用武裝干涉中國的辦法。他之所以作出否定的決定，是

基於一種廣泛的、共同的看法，即認為美國的在華利益不值得訴諸戰爭。對美

國在華利益作如此估價，很自然地就加重了其他那些傾向於反對武裝干涉的考

慮的份量。反過來講，反對武裝干涉的決定，也就形成和控制了馬歇爾對華政

策的那些核心要素。」cp

更為重要的是，馬歇爾在調解國共衝突時，並不了解民國武力政治的邏

輯，即政治妥協不可能在國共雙方勢均力敵時發生，只有一方在徹底獲得武力

優勢後願意重啟和談，而失敗方則承認武力方式難以達到權力目標時，政治談

判與民主化進程才可以重新啟動。抗戰之前中共之所以願意與國民黨談判，並

接受國民政府的招安，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實力不濟。而在1946年5至6月份，這

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5月19日，國軍在本溪、四平相繼擊敗林彪的部隊，又迅速攻佔長春。此時

林彪的實力遭受沉重打擊，幾乎潰不成軍。而國軍在白崇禧的指揮下，原本準

備乘勝追擊，直搗哈爾濱，乘H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失去戰鬥力之際，窮追猛

打，一舉拿下齊齊哈爾、佳木斯及滿洲里、北滿諸重要城市；並進一步再組織

民眾，編三百萬民團，保*地方，肅清中共勢力cq。然而在馬歇爾的堅決反對、

並威脅要實施對華武器禁運之下，蔣介石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停火，一直持續

從中國當時的現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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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到6月30日。正是這二十多天的停火，給東北的中共軍隊主力以喘息之機，日後

整軍反撲，擊敗國軍。

楊奎松的研究表明，中共在四平戰役失利退至北滿後不久，就從朝鮮接受

了蘇聯方面繳獲的大量日軍現代化軍事裝備。中共東北局於9月、10月曾接連致

電中共中央說明：只要再爭取到幾個月的休戰時間，我們就能利用從蘇軍手C

得到的成批大炮，很快建成自己的炮兵部隊cr。白先勇在其父白崇禧的傳記《仰

不愧天——白崇禧將軍傳》中也指出，蔣介石6月6日下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

局，影響至巨cs。否則，以當時中共的力量，很難繼續抵抗國軍的進攻。中共東

北軍事領導人黃克誠在致電延安時就坦承，「如長期打下去，則四平、長春固會

喪失，主力亦將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繼續戰鬥。故如停戰不能在現狀下取

得，讓出長春可以達到停戰時，我意即讓出長春，以求得一時期的停戰也是好

的。」ct所以，無論是對華政策的戰略還是戰術，馬歇爾其實也應該對國共和談

破局與民主化進程中斷承擔重要的政治責任。

四　威權民主：國民黨的政治改革

威權政體是二十世紀三大政體模式之一，人們習慣把介於極權政體與民主

政體之間的各種非民主政體，統稱為「威權政體」。以研究威權政體著名的美國

學者林茨（Juan J. Linz）曾對「威權政體」提出定義，認為威權政體「是有限的多元

政治，但非責任政治；政治體系有一套精密的意識形態作為指導，但另有不同

心態（指封閉心理結構）；政治體系除在某一發展時期外，並沒有廣泛而深入的

政治動員；只有一人或一小群人運用政治體系的統治權，其權力雖缺乏明確界

線，但實際運用上卻可預測其範圍」dk。根據林茨的定義，威權政體具有四個基

本特徵：有限的政治多元主義、缺乏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但有特殊的威權心態、有

限的政治動員，以及領導人權力行使的可預測性。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的看法與林茨相似，也認為「一個傳統的威權體制所具有的特徵則是：一個領袖

或一個領袖小集團，沒有政黨或只有一個脆弱的政黨，沒有群眾動員，可能有

一種『思想意識』（mentality），但沒有意識形態，只有一個有限的政府」dl。

國民黨在其統治時期，威權色彩相當濃厚。台灣著名的民國政治史研究專

家張朋園認為，自國民黨奪得政權後，「他們把訓政當作口號，相反的大搞威權

主義。」dm張朋園並不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典型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在借鑒林茨關

於「威權主義」的定義後，認為「國民黨及其領袖的所思所志，何其神似」dn。蕭功

秦也把國民黨的統治稱為「國家主義的權威政治」，並認為是袁世凱之後中國的

第二期權威政治do。而在美國民國史學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看來，國民

黨政權與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西班牙或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的葡萄牙的獨裁主義統治是一樣的，但是不如後者穩定，「中國比那些歐洲國家

大許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難得多，無法相比。」dp

在黨內派系政治制約下，蔣介石從來就不是一個強有力的獨裁者，早在抗

戰前期已經開始制憲國大代表的選舉，抗戰時期又有國民參政會的議政活動，

以及戰後政協會議與行憲國大代表的選舉等。在意識形態方面，雖然國民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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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民主義不遺餘力，但是其實際影響與控制力卻是非常脆弱的。國民黨政權

的政治動員能力非常有限，與中共是無法相比的。在政治領導方面，南京政府

沒有能力在全國建立強有力的領導，其鼎盛時期也只是在1936年末控制了中國

內地18個省中的11個，多數時期直接控制的領域仍然局限於江浙地區。

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的是，民國時期的中國一直面臨

救亡圖存的巨大現實困境，特別是國民政府長期陷於對日抗戰的泥淖之中。惡

劣的國際環境，直接導致國內四分五裂的局面長期存在。蔣介石雖然稱得上是

領袖人物，但是與毛澤東相比較，才幹當然是「略輸文采」，更重要的還是時空

環境不佳——南京國民政府十年建設稍有起色，就遭到了日本的毀滅性入侵，

到了抗戰結束，面臨強大的政治對手中共，表面風光的國民政府其實已經是「強

弩之末」。在這種狀態下，任何試圖完成威權政體向民主轉型的努力，都幾乎是

不可能的，戰後憲政改革的失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一般認為，雖然由於缺乏競爭性和自由，威權主義的民主是形式大於實

質，對具有這種民主政治現象的體制，戴蒙德（Larry J. Diamond）稱為「選舉威

權」，即具有多黨選舉競爭的非民主政權dq。謝岳亦指出，「它們具有民主的基

本制度包括多黨競爭的選舉制度，但是，這些制度由於受到獨裁者的破壞而無

法很好地執行。」dr或者如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所稱的是一種「代表性民

主」，「與代議民主不同的是，代表性民主的制度化程度較低，同時，通過選舉

產生的政府只存在H縱向的責任機制，而缺少平行的責任機制，這樣就造成

了政府決策權力過大但是執行效果卻較差的結果。」ds1947年行憲國大代表的選

舉，在張朋園看來，與南美一些國家在民主化之前的選舉是相似的，他認為就

是戴蒙德所說的「選舉威權」、「假民主」或「沒有民主的選舉」dt。此次選舉選民人

數高達2.5億人，共選出代表3,045人，是民國有史以來選舉規模最大的一次。但

是由於這次選舉存在普遍的舞弊與腐敗，人們的評價並不高。

即便如此，威權主義政權還是允許有限的民主參與，如在絕大多數威權國

家，基本上都建立了選舉制度，有的國家還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允許它們

合法地參與競選。所以不能否定威權政體中的積極因素，畢竟這種政體具有一

定程度的政治民主特徵，至少政治自由化是持續存在的。筆者將威權政體的有

限民主政治的形態，稱為「威權民主」。在專制統治轉變為民主政治的過程中，

政治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政治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是有區別的，兩者既緊

密相連，又獨立存在。自由化反映人們享受廣泛的公民權，如言論自由、新聞

及結社自由、公平審判權、通信秘密權及請願權等；而民主化則是反映政治權

利，包括投票及競選公職的權利。

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選擇漸進式民主化的道路，「威權民主」作為一種政

治自由化現象，確實有利於向自由民主政體的過渡。這種演變模式，在二十世紀

後半期的南歐、南美與東亞一些威權國家民主轉型中普遍出現，如戴蒙都羅斯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所言，「南歐社會的民主化路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

個觀點：由於容忍和助長多元的結構和制度化，以往的威權體制帶給成功的民

主化和民主鞏固，比帶給其他不民主的體制更多的有利條件。」ek

但是在國共兩黨的最高領導人看來，抗戰勝利後的當務之急是要完成國家

統一的使命，「統一」壓過「轉型」。國共在1946至1949年的內戰，其實已經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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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變成為新的王朝統一戰爭。借用金觀濤、劉青峰的說法，最後形成的「超穩定結

構」el，不過是大一統局面的再次形成。只是在政體選擇方面與傳統不同——中

共在1949年建立的是新型的黨國極權政體，而不是傳統的帝國專制體制。當

然，如果沒有1937年以後的對日抗戰，中共力量的復蘇是極其艱難的，這樣，

經過二三十年的國民黨威權統治，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民主轉型也是有可能

的。國民黨在戰後行憲的努力，以及後來台灣的民主化，都是很好的歷史註腳。

林蔚（Arthur Waldron）嘗言：「尋求以憲政秩序取代封建王朝是二十世紀中

國歷史的最為重要的主題。」em檢視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百年的轉型歷程，借鑒世

界範圍的民主化失敗經驗，在中國的現代化水平、民主政治文化傳統、市民社

會等宏觀結構因素尚沒有充分具備的情況下，「威權民主」的發展仍然是一個重

要的階段性歷史任務。筆者強調，承認威權政體存續的合理性，並不是對中國

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悲觀。相反，這是一種從對世界民主化歷程中普遍現象得

出的理性認知。「在二十世紀，極少的國家能夠在第一次嘗試中就建立起民主的

政治體制。」en亨廷頓的這一論斷恰好也是辛亥革命以來民國政體轉型歷程真實

的寫照。二十世紀南美、南歐與東亞的民主化經驗也表明，「從歷史上看，在一

些國家中建立民主的第一次努力常常失敗；第二次努力卻經常成功。這種格局

的一個理由可能是前車之轍後車之鑒。」eo

民國時期的政體轉型經驗也表明，只要國家政治體制能夠不被形形色色的極

權主義政治模式所取代，政治自由化進程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任何有缺陷的或不

成熟的有限多元政治模式都是可以忍耐的，其中就包括威權政體。只有這樣，

第二、第三次民主轉型才會更容易出現，民主轉型成功的機率才會相應提高。對

中國的未來來說，最可怕的轉型結局或是沉溺於威權政體的統治不思進取，或是

經歷民主轉型的再次失敗而失去信心，致使民主轉型的重新啟動變成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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